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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地方政府在建设用地扩张中的主动作用 

我国通过《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以下简称“计划”）的编制、下达、执行、监督和考核，

实现对各地区土地开发活动的宏观调控。该“计划”包含新增建设用地量、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量和耕地保有量等多项安排，其中，新增建设用地是最为核心的议题①。在操作层面，“计划”

主要分为“自下而上”的申报和“自上而下”的分配两个关键环节：（1）自下而上的申报：地方

政府（县级）基于本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济与人口等发展因素，测算未来三年内的新增

建设用地规模需求，并将申报建议报送上一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2）自上而下的分配：

中央政府根据全国层面的总体控制目标及各地申报建议，编制并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后，将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下达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再由省级政府结合重点项目

和市县实际需求，将用地指标分配给下一级政府。虽然中央和省政府在总量和政策层面起着

关键把控作用，但地方政府在上述申报与分配两个阶段拥有相当的操作空间，能够通过积极

博弈和多种策略影响获取到的用地指标规模，从而在较大程度上主导本地的建设用地扩张。 
地方政府有着充分的激励积极干预建设用地分配，其核心动机包括：（1）以地引资。

为吸引外部投资、推动经济发展，地方政府须确保能够提供足量、合适的土地。通过在“申

报环节”争取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能预留足够用地用于招商引资、产业园区或大

型项目建设，从而在区域竞争中获得更大优势（张莉等，2011；亓寿伟等，2020）。（2）

以地生财。自分税制改革以来，“土地财政”在地方财力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周飞舟，2006；

陶然等，2008）。获得更多用地指标意味着可以出让更多商业、工业或住宅用地以获取出让

金，进而支撑政府支出和重点项目建设。尤其在经济增速放缓、税收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地

方政府对“卖地”收入的依赖更为强烈，从而在各个环节力求最大化新增用地指标规模。（3）

晋升激励。在我国官员考核体系中，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与干部考核、

晋升直接或间接相关。通过供应更多建设用地，地方政府能更轻松地促进基建和大项目落地，

实现更高的 GDP 增长与财政收入，地方官员也因此获得更好的政绩表现（张莉等，2011；

徐现祥和王贤彬，2010）。为此，地方官员往往在申报和分配环节积极谈判，努力证明当地

项目储备的“迫切性”和“潜力”，以便争取更多用地指标，为经济发展和个人晋升赢得更大空

间。 
在具体实践中，地方政府会通过多种方式尽可能扩大自身建设用地规模。例如：（1）

人口预测与增长预期“做高”需求测算。在编制用地需求报告时，地方政府会使用较为乐观的

人口增长数据、城镇化率预测等，对外描绘宏伟发展蓝图，从而合理化“大规模增加建设用

地”的申请（夏菁等，2011）。在这种叙事下，地方政府将自身的扩张需求转化为“国家发展

与社会需求”，从而在上级审批时得到更多指标。（2）“包装”重大项目或产业园区，凸显用

地紧迫性。地方政府通常会提前梳理本地重点项目，如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交通

枢纽等，并在申报时集中列举，强调其对当地经济和就业的拉动效应，以提高申报成功率。

此外，若成功将相关项目纳入省级或国家重点项目清单，则可在单独审批环节获得优先安排

的用地指标。（3）“新城新区”、“特色小镇”规划放大用地规模。一些地方政府会在城市总体

规划或国土空间规划中，划定大面积的新城新区，或通过同时申报多个特色小镇项目，一次

性向上级申请大量建设用地指标。表面上这是一种长远规划，但实际上也为后续土地出让及

基建扩张预留了充足空间。（4）利用增减挂钩、工矿废弃地复垦等政策扩大可用指标。通

过将闲置或低效利用的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腾出的“增减挂钩”指标可转化为新的建设

用地指标；老工业区、矿区的废弃地复垦后也可被认定为可用于新增建设用地的“置换量”。

 
①  资料来自于 2016 版《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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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在这些环节积极争取验收倾斜，以进一步扩大可实际使用的用地规模。（5）加强

与上级部门的“沟通汇报”。地方政府通常通过定期汇报、提交详细的产业规划和财政报告，

努力展示自身的发展潜力，以博得上级国土或自然资源部门在指标分配中的“额外倾斜”。这

类沟通包括文字报告、实地考察和多部门联合协调，以确保能够最大限度满足地方的用地需

求。 
事实上，国家偏向中西部的土地供给策略为小城市积极扩张建设用地提供了政策条件。

为了应对各地不断突破建设用地指标的现实，2016 年原国土资源部下达了《全国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 年）调整方案》，其对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调整幅度最高可达

65%。其中，65%的指标倾向于分配到中西部地区，以呼应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

起等国家战略，力图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然而，这种指标倾斜在东部地区（人口持续流入）

与中西部（人口流出）之间出现了背离：东部地区用地指标相对紧张，可能削弱了城市对人

口的吸纳和产业集聚效率。中西部地区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多分配指标却人口减少”的矛盾，

使部分地区形成了粗放式的土地利用模式，进一步诱发“人地错配”的问题。这一制度安排本

身也为地方政府追求建设用地扩张提供了更多可乘之机。通过博弈和巧用国家层面的区域倾

斜政策，地方政府往往能获得比实际需求更多的用地指标，助推“人走城扩”或“盲目扩张”等

现象的发生。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的建设用地管理实行了严格的中央-省-市县多层级控制，但地方政

府依托“自下而上”的申报、“自上而下”的分配和区域政策倾斜等环节，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操

作空间。出于以地引资、以地生财以及晋升考核等多重动机，地方政府通过“包装项目”、“扩

大需求测算”、“增减挂钩操作”等方式积极争取更多建设用地指标，从而在实质上主导了本

地的用地扩张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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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Ⅱ  数据介绍与处理 

（一）数据介绍 

1.人口普查数据 

本文在计算城市人口增长变量时，使用到第五、六、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这些数据分别

来自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学统计司编写的《2000 人口普查分

县资料》；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写的《中国 2010 年人

口普查分县资料》；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编写的《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2020》。该数据集提供了精确到区县层面的人口数量，并且能够区分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

能够很好地满足本文的研究需求。 
2.欧空局全球土地覆盖类型数据 
本文在提取城市建成区面积时使用到欧空局全球地表覆盖数据，分辨率为 300m，时间

段为 2000—2020。该数据集提供了将陆地表面描述为 22 个类别的全球地图，这些类别是使

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UN FAO）的土地覆盖分类系统（LCCS）定义的。本文主要利用

其中的城市区域（urban area）分类，该图层是根据人类居住区图层（Global Human Settlement 

Layer）以及城市足迹图层（Global Urban Footprint）整合而来，能够较为准确地捕捉城市范

围。同时，为了解决行政区划调整的问题，本文将行政区划统一至时间段开始年份的行政范

围，即基于 2000 年的区县级行政区划矢量图层，覆盖上地表覆盖类型图层，提取 2000 年和

2010 年建设用地面积，计算出小城市在 2000—2010 年的建设用地增长；基于 2010 年的区

县级行政区划矢量图层，覆盖上地表覆盖类型图层，提取 2010 年和 2020 年建设用地面积，

计算出小城市在 2010—2020 年的建设用地增长。 
3. LandScan 全球人口分布数据 
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到 LandScan 人口分布数据。该数据是由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

家实验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ORNL）开发，旨在提供高分辨率的全球人口分

布信息。该数据集结合地理空间科学、遥感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生成 1 公里分辨率的全球

人口分布数据，反映 24 小时平均人口分布状况，具有分辨率高、时间范围广、适用性强的

特点。LandScan 数据广泛应用于人口分布模拟、流行病学研究、环境评估、城市规划等多个

领域。对于特定研究区域，用户可以使用 GIS 软件对 LandScan 数据进行裁剪、投影变换等

处理，以满足具体的研究需求（秦蒙等，2019；刘修岩等，2019；王峤等，2021）。在数据

处理中，为了解决行政区划调整的问题，本文将 LandScan 人口分布数据与县级行政区划矢

量数据相结合，以 2000 年区划为基准，提取出 2000 年和 2010 年区县人口分布数据；以 2010

年区划为基准，提取出 2010 年和 2020 年区县人口分布数据。 
4.城市间通行时间数据 
本文使用城市间的旅行时间作为交通成本的代理变量，其中，城市间旅行时间矩阵数据

来源于 Ma and Tang（2024）。该数据集的核心创新在于，它超越了以往研究中仅依赖二元

连通性或假设基础设施质量均一的做法，系统性地测度了中国交通网络跨时间与跨空间的质

量差异。作者认为如果忽略道路的时空质量差异会导致对交通网络分布效应的估计产生高达

31%的偏差。具体而言，该研究采用“设计时速”作为基础设施质量的核心代理变量，该指

标不仅直接关联通行时间，也反映了车道数、坡度、弯道半径等其他关键工程标准。为构建

此数据，Ma and Tang（2024）在“像素点”上，结合了三个关键维度来确定设计时速：一是

基础设施的等级（如高速公路或国道 I 级铁路）；二是修建年代，通过查阅历版官方工程设

计规范（如 1988、1997、2003 和 2014 年标准），将不同时期的技术标准差异纳入考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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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路网所处的地理地形（如平原、丘陵或山区），因为工程难度会使崎岖地形的设计时速显

著低于平原地区。作者通过交叉核对大量历史资料，包括交通地图集、运输年鉴和铁路建设

编年史，来识别每个路段的修建年份、等级和用途，特别是对铁路网的客运（如高铁）和货

运功能进行了严格区分。最终，该研究使用快速行进算法（fast-marching algorithm），计算

出了覆盖中国主要地级市之间、按交通方式（公路、铁路、水路）和交通类型（客运、货运）

划分的年度旅行时间矩阵。 
5.其他数据 
本文在考察户籍壁垒对大城市与周围小城市互动关系的影响时，使用到城市层面的户籍

门槛数据，包括：张吉鹏和卢冲（2019）通过投影追踪法构建的落户门槛指数，以及张吉鹏

和陈翥（2024）基于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地方落户政策估计的落户门槛指数。本文在异质性

分析中考察了小城市产业交通依赖度的异质性影响，在计算城市的产业交通依赖度的过程

中，需要使用到行业层面的交通依赖度和城市的产业结构信息。其中，行业的交通依赖度数

据来自 Wu et al.（2023）的公开研究成果，而城市的产业结构是利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中的

总产值和增加值计算得到。最后，在验证大城市对周边小城市土地出让的影响时，本文使用

到中国土地市场网的土地交易数据。 

（二）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划分标准 

合理地划分大城市和小城市是本文进行模型识别的基础，在大城市的划分标准方面，

Cuberes et al.（2021）将人口规模排序在前 5%的城市设定为大城市，其余城市设定为小城

市。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方面的原因，中国人口分布极不均衡，超过 90%的人口分布在

“胡焕庸线”以东的地区。如果简单采用 Cuberes et al.（2021）大城市设定标准，有可能会导

致大城市全部为东中部地区的城市，而西部地区的城市全部被设定为小城市，这样的划分方

式会使得小城市到大城市的距离过大，影响效应识别。为此，本文使用 2013 年第一财经新

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作为大城市①（曹春方和马新啸，2022；周彬

和谢佳松，2018），这些城市在地理空间上分布相对分散，覆盖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

地区，同时它们也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对周围城市的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另

外，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也尝试将省会城市和直辖市设定为大城市，这是因为中国主流的

人口迁移模式仍是发生在同一省份内部城际人口流动或县际的迁移（刘涛等，2015），中国

城市的行政级别直接影响到重要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分配，例如优惠政策、建设投资、先进技

术等都是从中央到地方、从上级城市到下级城市逐级分配的（江艇等，2018），省会城市和

直辖市在行政级别、资源配置和区域辐射方面同样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可能会影响到周围小

城市的人口流动和经济增长。 

（三）研究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的依据 

本文将研究时间划分为 2000—2010 年和 2010—2020 年两个时间段，主要基于以下三

点考虑：一，2010 年广东省首先提出“积分落户”的思路，标志着大城市户籍制度的放宽迈出

实质性一步。虽然在此之前，一些大城市也进行了户籍改革探索，但重点主要放在建立城乡

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上，形式上统一的户口登记并没有消除原先的城乡福利差异，多数地区

的户口登记表中仍保留了居住地项目。“积分落户”制度则为外来人员落户本地提供了一套具

体的、可执行的指标体系，每个项目被赋予一定的分值，当累计积分达到规定分值时即可申

请落户。到 2010 年底，广东省 21 个地级市全部实行积分落户制度。2012 年之后，温州、

 
①
  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有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成都市、杭州市、南京市、武汉市、

天津市、西安市、重庆市、青岛市、沈阳市、长沙市、大连市、厦门市、无锡市、福州市、济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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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津、厦门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的积分制政策。“积分落户”制度在珠三角和长三角

的“滚雪球”式扩散之后，2014 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提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2016 年施行的《居住证暂行条例》标志着

积分制纳入国务院法规。截至 2020 年 8 月，已有 2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 34 个副省

级市和地级市政府相继出台了积分制政策（徐增阳等，2021）。在现实中，“积分落户”的实

施效果也切实反映到了新增户籍人口数据上。如正文中的图 1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 2000—2010 年间大城市每年净迁入户籍人口波动较小，维持在一个相

对水平的位置，表明在此期间大城市的户籍壁垒没有发生较大变化。2010—2020 年间大城

市的每年净迁入户籍人口出现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两个时间段的比较，可以发现 2010—

2020 年间大城市的户籍壁垒在逐渐缓和。2010 年“积分落户”制度的试点和推广，使得大城

市的户籍壁垒在 2010 年前后表现出较为显著的差异，因此，本研究考虑以 2010 年为界，将

整体的研究窗口划分为 2000—2010 年和 2010—2020 年两个阶段。 
二，建设用地分配在 2000—2010 年和 2010—2020 年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本文的研究

期间，建设用地分配呈现向小城市倾斜的特征。为了促进经济活动合理分布，中央政府通过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等工具，逐步收紧大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同时增加中小城市的土地供应。

如《国土资源“十三五”纲要》提出“用地规模向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倾斜，向发展潜力

大、吸纳人口多的县城和重点镇倾斜，对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原则上不安排新增建

设用地计划，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正文中的图 2 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的地

块交易数据，绘制了新增建设用地在大、小城市间的配置。从图中可以看出，2000—2010 年

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建设用地分配差异较小，但在 2010—2020 年分配给小城市的建设用地显

著多于大城市，彭冲和陆铭（2019）也有类似的发现。因此，考虑到 2010 年以后，小城市

和大城市在建设用地分配格局方面出现明显差异，本文将整体的研究窗口划分为 2000—

2010 年和 2010—2020 年两个阶段。 
三，本文在衡量小城市增长过程中需用到精细的人口数据，而当前国内关于小城市（县

级单位）人口数据质量欠佳，常用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只能提供整个城市的数据，不能

区分县的主城区人口和县的农村人口，但是本研究需要精确的主城区人口，这样才能保证识

别的效应中不包含对农村的影响。人口普查数据能够满足本文的精度需求，但人口普查数据

每隔十年调查一次，因此，本研究选取了 2000、2010、2020 年三个年份的人口普查数据，

并以 2010 年为界线，计算了 2000—2010 年间的人口增长和 2010—2020 年间的人口增长。 

（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II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分组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小城市

变量 

普查数据人口变动的对数 3935 0.0122 0.1454 -0.6705 0.8456 
基期人口的对数 3935 12.7485 0.7620 9.0928 14.7201 
GDP 自然对数 3935 12.7879 1.2988 7.5289 17.0590 
财政支出自然对数 3935 10.5923 1.2237 7.4384 13.1919 
城乡居民存款储蓄额自然对数 3935 12.1865 1.2720 6.8024 15.0770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3935 0.4027 0.1516 0.0217 0.9371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3935 0.3343 0.1135 0.0021 0.980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个） 3935 88.6754 142.5561 1.0000 1220.0000 
一月平均气温（度） 3935 -0.5087 9.4684 -28.0888 18.1956 
七月平均气温（度） 3935 26.0768 3.1322 10.5457 31.0635 
年均降雨量的对数 3935 10.1508 4.5048 0.0000 26.0736 
坡度小于 15°的土地面积占比 3935 0.6712 0.2549 0.0685 0.9998 
平均高程 3935 0.6546 0.8078 0.0014 4.8138 
到港口的距离的对数 3935 0.4984 0.3760 0.0021 2.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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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度 3935 113.2757 6.9142 92.6120 133.7146 
纬度 3935 32.8037 6.4494 20.4195 52.9339 
经度的平方 3935 12879.1900 1569.1800 8576.9740 17879.6100 
纬度的平方 3935 1117.6650 439.3750 416.9574 2801.9980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加变动的对数 3935 0.7451 0.5961 0.0000 3.6082 
基期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对数 3935 2.3915 1.4907 -4.9285 6.0410 
交通成本的变化 3495 3.9122 5.6122 -0.0510 53.9664 

大城市

变量 

大城市社会福利水平 1965 -0.6261 1.7651 -3.1615 3.7360 
户籍壁垒指数（张吉鹏和陈翥，2024） 3935 63.6175 27.5928 6.6509 100.0000 
户籍壁垒指数（张吉鹏和卢冲，2019） 3935 0.2032 0.2261 0.0763 1.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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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I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来测试基准回归中发现的结果，具体包括：更换人口数据、

更换距离划分方式、调整对照组、删除特殊样本、更换大城市标准以及考虑人口自然增长的

影响。 

（一）更换人口数据的稳健性检验 

在处理人口普查数据时，县界和大城市行政区划的频繁调整给研究带来了巨大挑战，尽

管我们采取了以基期年份城市边界为准的处理方式，但仍可能存在误差。LandScan 数据以 1

公里分辨率的全球人口分布信息为基础，这种高分辨率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行政区

划调整带来的影响。通过将不同年份的县级行政区划覆盖到 LandScan 人口数据上，获取不

同时间段小城市的人口增长数据，与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处理后的结果进行对比，有助于进一

步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 ArcGIS 软件，将 2000 年县级行

政区划覆盖到 2000 年和 2010 年的 LandScan 人口数据上，得到以 2000 年行政区划为参考

的 2000—2010 年间的小城市的人口增长。类似地，再将 2010 年县级行政区划覆盖到 2010

年和 2020 年的 LandScan 数据上，得到以 2010 年行政区划为参考的 2010—2020 年间的小

城市的人口增长。 
表 III1  使用 LandScan 人口数据 

 Δ ln𝑃𝑜𝑝 
 (1) (2) 
 2000—2010 2010—2020 
0—50km 0.0616* -0.0603 
 (0.0356) (0.0584) 
50—100km 0.0329** -0.0748*** 
 (0.0158) (0.0176) 
100—150km 0.0295** -0.1160*** 
 (0.0128) (0.0146) 
150—200km 0.0243** -0.0690*** 
 (0.0115) (0.0141) 
200—250km 0.0226** -0.0287** 
 (0.0112) (0.0138) 
250—300km 0.0033 0.0065 
 (0.0096) (0.0138) 
控制变量组 控制 控制 
小城市所属省份的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邻近大城市的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1970 1965 
adj. R2 0.3597 0.2997 

表 III1 汇报了使用 LandScan 人口数据的结果，回归系数大小和显著性略有波动，但基

本结论不变。第（1）列的时间窗口为 2000—2010 年，0—50km、50—100km、100—150km、

150—200km、200—250km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前十年（2000—2010 年）大城市对

小城市人口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第（2）列的时间窗口为 2010—2020 年，50—100km、

100—150km、150—200km、200—250km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后十年（2010—2020

年）大城市对小城市的人口增长具有负向抑制作用。表 III1 的稳健性检验同样发现 2000—

2010 年间，大城市对小城市的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存在明显的增长溢出；但

2010—2020 年间，大城市对小城市的人口增长则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即表现出较强的“增

长阴影”，与基准回归中的发现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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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换距离划分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在本研究中，距离范围的划分可能会对估计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产生影响，为了避免基

准回归中的发现是一种偶然结果，我们尝试更换距离划分方式进行稳健性测试。参考张晶和

陈海山（2022）的研究设定，我们将大城市 0—500km 范围内的小城市按照与大城市的距离

由近及远进行排序，然后均分为 7 组，生成 Dummy1—Dummy7，其中前 6 组为处理组，最

后一组为对照组。表 III2 报告了调整距离划分方式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2）列将

2000—2020 年划分为前十年和后十年，分阶段进行考察。从第（1）列前十年来看，各项的

系数整体显著为正，表明在 2000—2010 年间，大城市对周围小城市的人口增长具有正向促

进作用。从第（2）列后十年来看，Dummy1—Dummy3 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在 2010—2020

年间，大城市对周围小城市的人口增长具有负向抑制作用。因此，表 III2 的回归结果表明更

换距离划分方式后的结果同样表明靠近大城市带来的人口增长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前十

年，后十年靠近大城市反而不利于小城市的人口增长。 
表 III2  更换距离划分方式 

 Δ ln𝑃𝑜𝑝 
 (1) (2) 
 2000—2010 2010—2020 
Dummy1 0.0780*** -0.0517** 
 (0.0207) (0.0244) 
Dummy2 0.0799*** -0.0824*** 
 (0.0192) (0.0225) 
Dummy3 0.0642*** -0.0491** 
 (0.0184) (0.0223) 
Dummy4 0.0500*** 0.0004 
 (0.0175) (0.0211) 
Dummy5 0.0444*** 0.0097 
 (0.0161) (0.0203) 
Dummy6 0.0302** 0.0246 
 (0.0139) (0.018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小城市所属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邻近大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1970 1965 
adj. R2 0.2510 0.2512 

（三）调整对照组的稳健性检验 

在基准回归中，为了使对照组与处理组具有较好的可比性，本文将考察范围约束在 0—

500km 范围内，设定在 300—500km 范围有一个大城市的小城市为对照组。为了测试对照组

调整对本文结论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将考察范围限制在 0—400km 范围内，并将 300—400km

范围有一个大城市的小城市设为对照组，相关结果展示在表Ⅲ3中。观察第（1）列的回归结

果，可以发现各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 2000—2010 年间大城市对周围小城市的

人口增长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应。而第（2）中 50—100km、100—150km、150—200km，以

及 200—250km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 2010—2020 年间大城市对周围小城市的人口增长

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即“增长阴影”。整体而言，表Ⅲ3的结果与基准回归中的发现保持一致。 
表 III3  调整对照组 

 Δ ln𝑃𝑜𝑝 
 (1) (2) 
 2000—2010 2010—2020 
0—50km 0.1074*** 0.0151 
 (0.0385) (0.0491) 
50—100km 0.0333** -0.0736*** 
 (0.0146) (0.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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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50km 0.0376*** -0.1199*** 
 (0.0122) (0.0130) 
150—200km 0.0417*** -0.0755*** 
 (0.0109) (0.0128) 
200—250km 0.0280*** -0.0294** 
 (0.0099) (0.0120) 
250—300km 0.0154* 0.0026 
 (0.0083) (0.0128) 
控制变量组 控制 控制 
小城市所属省份的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邻近大城市的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1752 1789 
adj. R2 0.2721 0.2747 

（四）删除特殊样本和更换大城市标准的稳健性检验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使用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作为

大城市，这些城市虽然是区域性中心城市且地理位置相对分散，但是会导致一些省会城市没

有被划为大城市。考虑到中国城市的行政级别直接影响到重要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分配，例如

优惠政策、建设投资、先进技术等都是从中央到地方、从上级城市到下级城市逐级分配的（江

艇等，2018），有必要将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纳入大城市分组。为此，我们首先在基准回归的

基础上，删除了那些没有被划为大城市但却是省会城市的特殊样本，以避免省会城市被设定

为小城市的情况。表Ⅲ4的第（1）（2）列汇报了删除特殊样本的回归结果，相关回归系数

同样表明 2000—2010 年间，大城市对小城市的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存在明显

的“增长溢出”；但 2010—2020 年间，大城市对小城市的人口增长则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即表现出较强的“增长阴影”，与基准回归中的发现保持一致。另外，我们还尝试更换大城市

标准，将省会城市和直辖市设定为大城市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展示在表Ⅲ4的第（3）（4）

列，相关回归结果同样支持基准回归中的发现。 
表 III4  删除特殊样本和更换大城市标准 

 Δ ln 𝑃𝑜𝑝 
 (1) (2) (3) (4) 
 2000—2010 2010—2020 2000—2010 2010—2020 
0—50km 0.1021*** 0.0234 0.1006*** 0.0645 
 (0.0389) (0.0493) (0.0323) (0.0395) 
50—100km 0.0243* -0.0675*** 0.0348*** -0.0699*** 
 (0.0144) (0.0159) (0.0128) (0.0156) 
100—150km 0.0284** -0.1181*** 0.0282** -0.0800*** 
 (0.0121) (0.0129) (0.0113) (0.0142) 
150—200km 0.0307*** -0.0735*** 0.0574*** -0.0852*** 
 (0.0108) (0.0127) (0.0117) (0.0139) 
200—250km 0.0184* -0.0248** 0.0356*** -0.0057 
 (0.0099) (0.0118) (0.0117) (0.0148) 
250—300km 0.0061 -0.0045 0.0007 -0.0105 
 (0.0083) (0.0126) (0.0119) (0.0155) 
控制变量组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小城市所属省份的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邻近大城市的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877 1831 1939 1916 
adj. R2 0.2661 0.2457 0.2649 0.2953 

（五）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前文分析中的城市人口增长是人口自然增长（出生减去死亡）和机械增长（迁入减去迁

出）混合在一起的结果。考虑到大城市对邻近小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人口迁移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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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接下来我们尝试剥离人口自然增长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本文一方面使用人口

净迁入率作为替代性被解释变量考察结果的稳健性；另一方面尝试在原有回归中加入小城市

人口自然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考察剔除自然增长率后结果是否依然成立。表 III5 列（1）

-（2）的被解释变量是参考江曼琦和卢星宇（2024）计算的人口净迁入率。其中，人口净迁

入率（𝐷𝑚𝑖𝑔𝑟𝑎𝑅）的计算公式为𝐷𝑚𝑖𝑔𝑟𝑎𝑅 = {
末期人口−基期人口

基期人口
}

1

10

−人口自然增长率。第（1）

（2）列的结果同样表明在 2000—2010 年间在特定距离范围内靠近一个大城市会给小城市

带来额外的人口增长，而在 2010—2020 年则呈现相反的结果，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第（3）

（4）列报告了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结果。此时，人口自然增长率（Nrate）的系数在 1%的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其含义是在那些人口自然增长率更高的地区更容易实现人口增长。

可以发现的是，在剔除自然增长的影响后，我们的核心变量的系数和符号并没有发生显著变

动。这可能是由于现阶段自然增长对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要远小于人口迁移所产生的影响

（杜旻和刘长全，2014）。整体而言，表 III5 的结果支持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表 III5  考虑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 

 DmigraR Δ ln 𝑃𝑜𝑝 
 (1) (2) (3) (4) 
 2000—2010 2010—2020 2000—2010 2010—2020 

0—50km 0.0290 0.0276* 0.1104*** 0.0149 
 (0.0232) (0.0142) (0.0375) (0.0490) 
50—100km 0.0141* -0.0170** 0.0409*** -0.0708*** 
 (0.0076) (0.0077) (0.0142) (0.0159) 
100—150km 0.0137** -0.0188*** 0.0382*** -0.1187*** 
 (0.0069) (0.0071) (0.0118) (0.0128) 
150—200km 0.0114* -0.0165** 0.0398*** -0.0772*** 
 (0.0064) (0.0064) (0.0105) (0.0126) 
200—250km 0.0081 -0.0167** 0.0195** -0.0345*** 
 (0.0055) (0.0066) (0.0096) (0.0117) 
250—300km -0.0020 -0.0004 0.0078 -0.0049 
 (0.0058) (0.0063) (0.0080) (0.0126) 
Nrate   0.0123*** 0.0041*** 
   (0.0013) (0.0013) 
控制变量组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小城市所属省份的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邻近大城市的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970 1965 1970 1965 
adj. R2 0.0995 0.0836 0.2905 0.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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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V  大城市对周边小城市工业用地的影响 

有读者可能提出：建设用地包含多种类型，大城市所导致的周边小城市的建设用地扩张，

不仅包含住宅用地，还包含其他类型的建设用地，尤其是工业用地。如果小城市的工业用地

扩张占据主流，则可能是产业转移机制在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分散房价溢出机制的解释力。

这一担忧是合理且重要的，为此，我们也考察了大城市对周边小城市工业用地出让的影响，

结果汇报于表 IV1 中。结果显示，在几乎所有设定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唯一

的例外是，在前十年样本中 0—50km 的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大城市对周边

小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不是通过工业用地渠道传导的，进而从侧面增强了房价溢出机

制。 
表 IV1  大城市对周边小城市工业用地出让面积占比和价格的影响 

 2000—2010 2010—2020 
 (1) (2) (3) (4) 
 IL_ratio IL_price IL_ratio IL_price 
0—50km 0.0946* -0.3114 0.0583 0.3726 
 (0.0488) (1.3268) (0.0411) (1.3093) 
50—100km 0.0370 -0.7754 0.0098 -0.1741 
 (0.0265) (0.8517) (0.0229) (0.7904) 
100—150km 0.0348 0.1621 0.0046 0.0770 
 (0.0253) (0.8166) (0.0223) (0.7611) 
150—200km 0.0208 0.2707 0.0236 -0.2484 
 (0.0233) (0.7179) (0.0205) (0.6885) 
200—250km -0.0054 0.3469 -0.0052 -0.4369 
 (0.0213) (0.6516) (0.0186) (0.6544) 
250—300km 0.0140 0.3560 -0.0027 0.1820 
 (0.0238) (0.6985) (0.0189) (0.6374) 
控制变量组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小城市所属省份的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邻近大城市的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57 1255 1565 1557 
adj. R2 0.3059 0.1599 0.2365 0.0929 

关于大城市的房价溢出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支撑。大量文献表明，大城市的房价会通过

模仿与溢出机制显著影响邻近区域（Tsai and Chiang，2019；李超和普友少，2024；方意等，

2024），甚至可能催生小城市的价格泡沫（吴宇哲和任宇航，2024）。并且一线城市的房价

溢出强度更高（郑挺国等，2021）。丁如曦等（2024）的研究则进一步发现，房价溢出效应

通常在中心城市周围约 200 公里的地域范围内最为突出①。 
房价上涨通过土地财政和官员晋升激励的双重路径驱动城市扩张，这一机制根植于中国

的财政分权与政治晋升体系（王家庭和谢郁，2016）。从土地财政逻辑看，房价上涨带动的

地价预期直接放大了土地的“金融属性”（梅冬州等，2018）——作为土地一级市场垄断主体

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借款两种融资渠道增加地方政府的预算收入

（郑思齐等，2014）。长期以来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使得地方政府产生强烈的建设用地指标

扩张冲动。从官员晋升逻辑看，房价上涨带来的土地财政收入，满足了地方政府提升 GDP

增量、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等短期政绩指标的需求（徐现祥和王贤彬，2010；张莉等，2011）。

 
①
  事实上这种房价的空间溢出效应由实际与预期因素共同驱动。实际层面，依据地理学第一定律，相

邻城市联系紧密，中心城市住房需求因地理位置、交通通信等因素，向周边城市溢出，推动房价跨区域传

导；预期层面，投资者受邻近大城市房价上涨影响形成看涨预期，加上从众心理与媒体传播，促使大城市

房价的地理邻近扩散与跨区域传导（丁如曦等，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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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官员倾向于将高房价支撑的土地开发与新城建设视为“显性政绩”。在“晋升锦标赛”

模式下，GDP 增速等量化指标是官员晋升的“筛选器”（周黎安，2007；姚洋和张牧扬，

2013），而房价上涨带来的土地收入，恰是抬升这些指标的“捷径”。因此，房价上涨驱动地

方政府产生强烈的城市扩张意愿，促使其通过新城规划、园区申报等方式向上级争取更多建

设用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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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  以高铁开通作为交通成本下降的冲击 

在理论分析中，本文论述了在户籍管制放松的阶段，交通成本的下降（尤其是高铁的开

通）促使人口流向大城市，这可能会加剧小城市的“增长阴影”和人地空间错配。近年来中国

高铁的大规模建设极大地便利了人员流动。我们根据 Ma and Tang（2024）计算的交通数据，

测算出 2010 年至 2020 年间，城市间平均通行时间共计下降了 6.5 个小时，其中铁路客运交

通成本下降 5.5 个小时，下降幅度最大，铁路货物和公路运输成本下降幅度则相对较小。根

据此特征性事实，本文以小城市是否开通高铁作为交通成本变化冲击，通过交乘项的方式，

考察高铁开通对大城市所引致的小城市人地空间错配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如表 V1 所示。 
表 V1  以高铁开通作为交通成本下降的冲击 

 2010—2020 
 (1) (2) 

 Δ ln 𝑃𝑜𝑝 Δ ln 𝐿𝑎𝑛𝑑 
0—50km×HSR -0.0401 0.0172 
 (0.0802) (0.0876) 
50—100km×HSR -0.0776*** 0.0709* 
 (0.0202) (0.0384) 
100—150km×HSR -0.0752*** 0.1475*** 
 (0.0174) (0.0407) 
150—200km×HSR -0.0385** 0.0807** 
 (0.0181) (0.0346) 
200—250km×HSR -0.0352* 0.0974** 
 (0.0183) (0.0389) 
250—300km×HSR 0.0209 0.1526*** 
 (0.0217) (0.036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小城市所属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邻近大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1965 1965 
adj. R2 0.2828 0.4537 

注：为了避免表格过长，我们将部分单独项包含进控制变量组中，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表 V1 的第（1）列中，被解释变量是小城市人口的增长，HSR 为表示小城市是否开通

高铁的虚拟变量，其中，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高铁的开通加剧了大城市对小城市人

口增长的抑制作用。第（2）列中，被解释变量是小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此时，交乘项的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铁的开通加剧了大城市对小城市土地扩张的促进作用。表 V1 的实证

结果表明高铁开通会加剧大城市对小城市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和土地扩张的促进作用，从而

恶化小城市的人地空间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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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I  异质性分析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确认了 2010—2020 年间，地理位置上邻近一个大城市会加剧小

城市的人口流失和土地扩张，导致人地空间错配。在当前地方债务违约风险增大、房地产市

场低迷和土地财政无法维系的现实背景下，通过异质性分析探讨何种条件会加剧或者缓和小

城市的人地空间错配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此，我们以前文的理论分析为基础，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异质性讨论，分别是小城市产业结构交通运输依赖程度（见正文）、小城市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大城市的落户门槛和公共福利水平以及大城市与小城市的经济差距等。 

（一）小城市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异质性影响 

如果小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较高，其土地出让行为可能会受到强化，从而加剧小

城市的人口与建设用地增长的不匹配。为此，本文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的土地交易数据，计

算出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一般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以此来衡量小城市土地财政的依赖程

度。表 VI1 采用交乘项的方式考察了小城市的土地财政依赖程度对其人口与建设用地增长

分化的影响。结果显示小城市的土地财政依赖是造成其“人走城扩”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

列（1）的被解释变量是小城市的人口增长，此时，在特定距离内是否靠近一个大城市的虚

拟变量与小城市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小城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

会强化大城市对小城市的人口增长的负向影响。列（2）的交乘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

小城市土地财政依赖程度会强化大城市对小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的正向影响。综合来看，小城

市土地财政依赖度会通过强化土地扩张，加剧小城市人口与土地的空间错配。 
表 VI1  小城市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异质性影响 

 2010—2020 
 (1) (2) 
 Δ ln𝑃𝑜𝑝 Δ ln 𝐿𝑎𝑛𝑑 
0—50km×Finance -0.0097** -0.0027 
 (0.0044) (0.0025) 
50—100km×Finance -0.0016* 0.0084*** 
 (0.0009) (0.0018) 
100—150km×Finance -0.0008 0.0073** 
 (0.0008) (0.0029) 
150—200km×Finance -0.0017** 0.0042*** 
 (0.0007) (0.0013) 
200—250km×Finance -0.0009 0.0013 
 (0.0009) (0.0014) 
250—300km×Finance -0.0009 0.0031* 
 (0.0008) (0.001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小城市所属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邻近大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1739 1739 
adj. R2 0.3005 0.5076 

注：为了避免表格过长，我们将部分单独项包含进控制变量组中，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城市扩张同经济绩效特别是 GDP 增长高度正相关，而分税制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通过

“经营土地”来“经营城市”的动力和能力，这就使地方官员有很强的积极性通过土地开发推动

经济增长（郭志勇和顾乃华，2013）。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而城

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对农业用地征收、开发和出让的垄断性权利。在这一过程

中，地方政府形成了 GDP 和地方财政收入“双增长”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又被 GDP 导向的

官员考核体制大大强化。这种城市扩张现象集中表现为创办园区、以地招商引资，推进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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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扩张。这种快速盲目地扩张带来的后果往往是小城市经济结构往往较为单一，无法塑造

人才集聚优势的核心竞争力，缺乏内生吸引力。这就使得大城市对小城市人口的“虹吸效应”

被进一步强化，进而无法在与大城市的人才竞争格局中形成有效制衡，加剧了其人口流失。

因此，在人口不断被大城市吸引流出的情况下，小城市土地财政依赖度提升会加剧小城市人

口与土地的空间错配。 

（二）大城市的公共福利的异质性影响 

在本文的理论分析中，大城市的公共福利水平在大城市与小城市的互动关系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除了户籍壁垒外，城市提供的公共福利水平也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公共福利水平可以直接进入个体的效用函数，进而影响到迁移决策。在本文中，大城市会导

致小城市人口与土地增长不匹配的逻辑起点是大城市户籍制度放松之后，人口流向大城市；

同时大城市人口增多但建设用地供给受限，住房数量无法有弹性地增加，导致房价快速上升，

大城市的这种房价溢出到小城市，小城市政府出让土地变得有利可图。因此，如果小城市邻

近的大城市公共福利越好，会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可能会加剧周围小城市的人地空间错配。

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的公共福利指标，并采用交乘项的方式考

察大城市公共福利在其中的影响。城市公共福利指标（Welfare）由教育、医疗（人均医院床

位数）和社会保障三个维度的四个分项指标构建而成。具体如下：首先，计算出普通小学师

生比、普通中学师生比、人均医院床位数以及人均社会福利床位数。其次，为四个分项指标

之间的数量级的差异，对其进行 Z-score 标准化处理，将其转化为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 的

标准化得分，以确保指标在统计意义上的可比性；最后，对标准化后的得分进行等权加总。

这种处理方式在解决量纲不一问题的同时，有效避免了主观赋予权重带来的偏误。 
表 VI2  邻近大城市的公共福利水平的异质性影响 

 2010—2020 
 (1) (2) 
 Δ ln𝑃𝑜𝑝 Δ ln 𝐿𝑎𝑛𝑑 
0—50km×Welfare -0.1441** -0.0387 
 (0.0562) (0.0434) 
50—100km×Welfare -0.0480*** -0.0152 
 (0.0152) (0.0234) 
100—150km×Welfare -0.0275** 0.0066 
 (0.0130) (0.0226) 
150—200km×Welfare -0.0131 -0.0108 
 (0.0126) (0.0205) 
200—250km×Welfare -0.0021 -0.0011 
 (0.0127) (0.0206) 
250—300km×Welfare -0.0293** 0.0189 
 (0.0140) (0.020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小城市所属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邻近大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1965 1965 
adj. R2 0.2802 0.4462 

注：为了避免表格过长，我们将部分单独项包含进控制变量组中，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表 VI2 汇报了大城市的福利水平对小城市人口与土地增长分化的影响。结果显示靠近

一个社会福利较好的大城市会强化小城市人口流失，但是对小城市土地扩张的影响不显著。

具体来说，第（1）列的被解释变量是小城市的人口增长，0—50km、50—100km 以及 100—

150km 与社会福利交乘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在 2010—2020 年间靠近一个大城市会

对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并且大城市的社会福利水平越高，其对小城市人口增长

的负向影响就越强。第（2）列的被解释变量是小城市的建设用地扩张，交互项的系数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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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说明邻近大城市的福利水平的高低不会强化或减弱大城市对小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的正

向影响。总体而言，结果表明邻近大城市的社会福利越好，对小城市人口增长产生的阴影就

越强；但是对小城市土地扩张的影响不显著。 

（三）城市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的理论分析的（5）式提到，大城市的工资水平是影响大城市与小城市的互动关系

的因素，那么可以推断的是，如果虹吸效应或城市增长阴影效应成立，我们将观察到显著的

异质性表现，即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城市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往往更为强烈。因

此，本文将特定距离内是否靠近一个大城市这一虚拟变量与大城市和小城市人均 GDP 的差

距进行交乘，结果汇报于表 VI3。第（1）列的被解释变量是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交乘项的系

数显著为负，即大城市和小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越大，小城市靠近大城市遭遇的人口虹吸效

应越强。第（2）列的被解释变量是小城市的建设用地增长，交乘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

明大城市和小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越大，其周边小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越明显。以上结果表明，

大城市和小城市的经济势差是造成小城市“人走城扩”的重要原因。较大的经济差距会加剧

人口向大城市的单向集聚，同时放大了大城市土地约束的溢出压力，促使小城市政府加大建

设用地扩张的速度和规模。这种市场力量驱动的人口再配置与政府主导的土地配置的脱节，

最终导致邻近大城市的小城市“人走”与“城扩”的矛盾。 
表 VI3  城市间的人均 GDP 差距的异质性影响 

 2010—2020 
 (1) (2) 
 Δ ln 𝑃𝑜𝑝 Δ ln 𝐿𝑎𝑛𝑑 
0—50km×Dgdp -0.3925 1.8608* 
 (0.7911) (1.0431) 
50—100km×Dgdp -0.4982* 1.4138*** 
 (0.2672) (0.3738) 
100—150km×Dgdp 0.0275 0.8741** 
 (0.1581) (0.4096) 
150—200km×Dgdp -0.3481** 0.3593 
 (0.1531) (0.3246) 
200—250km×Dgdp -0.2863* 0.2597 
 (0.1709) (0.3810) 
250—300km×Dgdp -0.4295** 0.2356 
 (0.1739) (0.295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小城市所属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邻近大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1965 1965 
adj. R2 0.3014 0.4739 

注：为了避免表格过长，我们将部分单独项包含进控制变量组中，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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